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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 1980 年代的影视作品中,湘西土匪作为其表现对象,有历史的渊源,“蛮”可视为“湘西土匪”的

原型。经济全球化时代,影视作品中的湘西土匪被建构为“被排除者”。不同社会语境里的影视作品中的湘西土匪

形象,成了观察和理解社会转型、时代变迁的重要媒介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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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以来,湘西题材影视剧作品多达五十余部,其中《乌龙山剿匪记》《血色湘西》《边城》《湘女萧萧》等,有的因剧中

人物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而成为经典,有的带来了收视狂潮,有的由名家执导并在国际国内获得了广泛赞誉。“经典形象”“高

收视率”“名家执导”和“良好赞誉”这些关键词,使得湘西题材影视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中的一道亮

丽的景观。对影视作品中的湘西形象进行解读,可以有效发掘湘西地方性资源,同时也提供了一种跨学科解读湘西形象的文本形

式。对湘西题材影视作品的研究起始于 1980 年代,但一般仅限于对单个影视文本的解读。简德彬老师的国家社会科学课题“在

别一个国度:汉文学中的湘西形象研究”对文本中湘西形象的研究和关注,也引起了人们对影视文本中湘西形象的关注。近十年

来,就有十多篇以湘西影视作品为主题的硕、博士论文发表,何远江、何双百、胡玲芳、张以尊等从创作、传播、文化、民俗等

角度对湘西影视作品进行了研究。王江生、梅黎等对影视作品中的湘西形象以及土匪形象进行了研究和探讨。 

一、影视作品中湘西土匪的原型 

在不同的社会语境中,湘西土匪有不同的呈现方式,成为观察和理解社会转型、时代变迁的重要媒介。通过对湘西土匪形象

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湘西土匪形象的历史源头、现实语境,以及湘西土匪形象是通过何种方法被建构的。[1]45-71 影视作品中“湘

西土匪”形象传承于中原传统文化对西南湘西山民构建物——“蛮”。“蛮”作为“湘西土匪”的原型,最初是古代中原地区对

居住在西南山区民众的称谓,后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变化,成为中原传统文化对南方“蛮夷”叙述的一个总体印象,即“套

话”——“蛮”。“套话”是比较文学形象学常用的分析术语,“‘套话’(stereotype)是一种文化用来描述异域文化时反复使

用的一系列词组与意象,它意味着一套固定的、似乎理所当然的看法,是该文化‘理解’外部世界的最基本的‘先入之见’或

‘先在的形象’,往往具有多语境性与延续性,可以普遍使用,诸如‘夷狄之人、犬羊之性’之类。套话是一种原型,经久不衰,它

可以消解或包容新知识,却不改变其基本结构。”[2]12—19 

由于“蛮人”形象是作为“常识”存在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与包容性,因而这种带有社会意识形态色彩的形象一直留存在

中原的文化传统中。清代官修湘西方志:“苗民黎黑,语言不通”;“苗蛮乡居野处之民,类皆鄙恶,蓝缕帕首束腰,状貌不可近人,

故历代以化外例之。”当代一些文学作品对湘西土匪的叙述中,就沿用了这种关于“蛮”形象的传统与常识。湘西土匪具有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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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的丑陋外形和体能。“覃国卿个子矮小,身材瘦弱,相貌奇丑,两条腿瘦得象两根柴棍,别看他两条腿短得象圆规,爬起山来却

特别快。覃国卿从小喜欢玩枪弄炮,民团训练时,苦练射击,终于练得挥枪能打落飞鸟,狗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能抓住狗尾巴,所

以他很受石寿年赏识,被提升为民团班长。”
[3]16-21

对覃国卿的描述,就是“蛮”套话的当代呈现——兽化的湘西土匪形象,“两条

腿瘦得象两根柴棍”“爬起山来却特别快”——类似于一种擅长奔跑的丛林动物,“狗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能抓住狗尾巴”,

因为“蛮”的兽性,所以只能是狗作为湘西土匪覃国卿跑步速度的参照物。湘西土匪伴随异象出现。小说《匪王》如此描述湘西

土匪张云卿,“却说据钟半仙预言,张云卿乃黄蛇精转世,每三年脱一次皮,然后才能有大的作为。脱皮之日,正是劫难来临之时。

这好像蒲松龄笔下的狐仙,三百年一劫,劫日来临时,天空雷鸣电闪,乌云翻滚,地面大雨倾盆,飞沙走石。天地间乱剑飞舞,杀声四

起。一般的狐狸,十有八九要死于劫日。能活着的必须用功修炼,三百年后再经历同样的劫难,若能一连经历三次大劫而不死者,

即可成仙。‘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是妖魔鬼怪修炼成功的最高境界。”[4]338 

通过把南方异族想象为中原秩序的“他者”——“蛮夷”,把其建构成一个异己的世界,然后经过观念、文化和历史的合谋,

并逐步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蛮”慢慢积淀成一个套话,人们对“蛮”的认知意识形态化,并深深刻在中原人的潜意识

中。1980 年代以来的影视作品中,“湘西土匪”生动地再现和传承了“蛮”的形象。 

二、“湘西土匪”的影像呈现:落后者 

在对影视作品中的湘西土匪形象的考察中,湘西土匪作为被“凝视”的对象,通过视觉图像呈现出来,他们在当下的表征随

着社会的发展也各不相同。湘西和湘西土匪成为“凝视”对象,成为被看的客体,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还是现代的国家/地

方二元格局,它们总是作为被审视对象而纳入一种等级格局中。另外,影像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是一种认识论的表征,我们可以把

湘西及湘西土匪的影像呈现,作为湘西本体在当下国家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的一种认知途径。“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

围内成为主体,乃是同一个过程。”[5]94视觉图像是以(人/主体的)眼睛/视觉为中心组织建立起来的空间秩序,作为一个视觉“窗

口”,它依照一定的空间位置或逻辑位置把人、自然、世界重组安排,又“因为线条透视法便于人们按照数学逻辑体系观察现实

及其因素,所以它具有意识形态的明确含义。由于线条透视法的发现,空间不再是一种无限的神秘范围,它变成了一个能用智力予

以想象的实体,而人是可以控制这个实体的形象和结构的”[6]23。影像呈现的是社会视觉图像,我们能从这些影视作品里所呈现的

湘西以及湘西土匪形象,判断出湘西在当下社会结构中的位置。 

改革开放以来的湘西题材影视作品中,就有十二部再现了湘西土匪形象,湘西土匪成为湘西题材影视作品创作者们热衷的表

现对象。人们对湘西的认识途径也因此从湘西土匪着手,最终落实到对湘西的总体考量。湘西土匪形象已经成为建构和表述湘西

重要的符号和方式,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一旦谈及湘西,就会最先想到湘西土匪;又从对湘西土匪的表述和想象中,过渡到

对湘西的表述与想象。 

在这些影视作品中,对湘西土匪形象的塑造从身体到伦理到文化毫无疑问地借用和继承了湘西“蛮”的形象,他们在政治、

伦理和情感等方面都呈现明显的落后状态。这种“落后”一旦与“蛮”相关联,就使得“落后”成为了湘西土匪自身裹挟的洗之

不去的原罪,湘西土匪作为湘西形象的有机构件,“落后”也势必成为一项有效评价湘西的参数。然而,在此期间,“落后”的湘

西和湘西土匪带给大众的不仅仅是愚昧、滑稽、可笑而丑陋的美学特征,重要的是它所呈现出来的“地方性”——封闭的地理环

境、低下的人口素质、蛮横的人群、落后的地方文化等等,以上诸多情形往往会让人们认定,湘西是一个不适宜人类居住和社会

发展的空间,这里的人们也缺乏发展社会经济的能力。1987 年获得了不俗票房的电影作品《湘西剿匪记》开创了直接以“湘西剿

匪”命名的剿匪片,使剿匪带上浓厚的湘西“地方性”印记走进人们视线。同年夏天播出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剧中人物

钻山豹因为表现了复杂多变的湘西土匪人物性格,很好地表现了面对全新社会格局时的矛盾心理,而打破了以往文艺作品中“类

型”化了的土匪形象,从而使湘西土匪在中华大地名声大震,家喻户晓。 

这些影视作品一般都是在湘西地区现场实景中拍摄,影像充满纪实真实效果,对湘西地理环境进行了高度还原,使人们对令

人生畏的湘西蛮荒落后景象深信不疑。无论是《湘西剿匪记》《乌龙山剿匪记》还是《追剿魔头》中,湘西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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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多、洞多,水体丰富。土匪们的日常不是在山与山之间奔走,就是在洞内隐匿。交通极其落后,即使是土匪头子也避免不了靠两

条腿在山间穿梭。穷山、恶水、交通闭塞是现代化大规模生产生活方式的天生障碍。湘西地方环境恶劣,不适合发展现代工业的

结论一目了然。 

这一时期的影视作品,湘西和湘西土匪因为落后而充满了没落的气息,因为落后而导致的能力缺乏,使湘西和湘西土匪不能

被纳入现代化建设者行列。在《湘西剿匪记》中,湘西的土匪作为国民党在湘西的反共武装,是国民党花费十万银圆和美国新式

武器装备起来的地方武装。然而在凤山县城的战斗中,土匪以十几倍于解放军的兵力加上先进充裕的武器装备“围剿”孤守县城

的解放军,土匪们却最终溃不成军,落荒而逃。影片展示了湘西土匪种种落后行径,落后愚昧的激励政策,瞿廿的“两杆枪”——

枪支和烟枪,让土匪吸食鸦片后持枪冲锋;荒谬可笑的前线鼓号——土匪们的前线指挥所播放的是软绵绵的上海滩靡靡之乐;令

人发指的迷信——启用“神兵”的“意念”去控制和攻破对方官兵和阵地,而这命令的发出者是这场斗争的总指挥女特务瞿湘

玉,她是匪首瞿廿的女儿,个人能力非常强大,在燕京大学念书,后被送至美国深造,被美国的情报部门重点培养,俨然是具现代意

识和专业技能的国民党精英,只是她洗之不去的“地方性”让一场现代战争演绎成可笑的“驱鬼”仪式。在“凤山”一战中,表

面上看来是湘西土匪失败了,实际上,也可以说国民党对湘西土匪的投资失败。《乌龙山剿匪记》中女特务四丫头就曾讽刺,由于

缺乏现代知识和能力,即使钻山豹等土匪们拥有新式大炮等现代化武器,也会因为缺乏相应的技能使用不了这些武器。所以,这些

影视作品从地理环境、低下的人口素质、蛮横的人群、落后的地方文化等指标体系对湘西和湘西土匪的落后进行了总体性的考

察。 

三、“湘西土匪”的影像呈现:“被排除者” 

近四十年来,以影视作品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湘西土匪的建构与表述有的已经固化,有的仍然在变化。被“我”“凝视”,把

湘西土匪与“蛮”建构为“他者”是他们的共同命运,是建构与表述上的约定俗成,而改革开放初期,湘西土匪是“落后者”;到

了新世纪,湘西土匪是全球化经济的“被排除者”。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起飞以及全球化在中国大地的全面铺展,社会结构的分层也逐渐明朗。众多影视作品又陆

续塑造出了许多的湘西土匪形象,《追剿魔头》中的覃贵青,《湘西往事》中的向永国和庹飞云,《血色湘西》中的石三怒和麻大

拐,《边城汉子》里的杨白狼,《拯救女兵司徒慧》中的乌九,《战士》中的田老八,《借问英雄何处》中的石云飞,《喋血边城》

中的曹雄,《最后的战士》中的秦珍娘等。影视作品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土匪叙事。湘西土匪作为附着于地方而成长的“肉身”,

只能囿于地方有限空间,便也传承了这些地方特性。 

湘西土匪是貌似多元行动参与者下的“被排除者”。所谓“被排除者”是齐泽克结合“新围墙”和“贫民窟”等新的隔离

形式提出的第四种对抗体,是“‘发展’、‘现代化’和‘世界市场’等口号背后真正的‘症候’,是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必然

产物”
[7]49-57

。在《战士》《拯救女兵司徒慧》中,作为反动势力方主角的土匪头子的中心地位被国民党特务替代。土匪洪爷、乌

九等土匪武器装备落后,固步自封、排斥流动、思想陈旧而又互相残杀,他们作为地方的代表性个体尽显了湘西地方的落后与无

奈。于是,想当然,湘西土匪在一次又一次被利用后遭抛弃,尽管满怀怨气也只能忍气吞声,最终沦为“被排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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